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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反而具有了越来越强的现实性。不论康有为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是多么

脱离实际，他仍然代表着晚清理解新的内外关系的“儒学普遍主义”努力的最高峰。  

高度评价康有为的思想史地位，并不等于有必要赞同康有为为其时代问题所提供的答案。需

要承认，康有为提出了极其深刻的问题，但他为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在其时代已经遭遇到了

极大的阻力，更不要说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了。康有为以君主制为国际体系主流，但这个国际体

系却在一战之中崩溃了，一系列西方君主国纷纷“走向共和”；康有为以一系列欧洲国家均拥有

国教为据，主张民国以孔教为国教，以凝聚政治精英，克服政治的碎片化，孰料孔教获得突出地

位的结果，恰恰导致共和派要求孔教为袁世凯称帝乃至丁巳复辟负责，进而带来舆论界进一步的

新旧对立。 

当然，历史之中充满偶然性，预测未来始终是困难的。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康有为面对

新国际局势的惶然来看，仅用偶然性来解释康有为的预测和分析错误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承认新

国际体系是旧体系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那么，康有为的惶然本身就可以说明，他对旧体系的内

部矛盾把握，本来就是不全面的。因此，急切地从康有为处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还不如回到他

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再结合我们时代的特征加以回答——康从来不是一个出色的践行者，但需

要承认的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最后，从方法论上，本文代表着这样一种努力：在研究对象对世界大势的总体的、一般化的

判断与其具体的国内政治主张之间，建立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呈现出研究对象的“世界

观”。这首先需要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时段的国际体系的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形成清晰的认识，进

而从研究对象的游记、书信、政论、诗词歌赋与经学论著等文字中，提取其对国际事务的具体认

识，进而形成一幅总体的世界图景。而这将有助于研究者更准确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把握研究

对象的思想。对于康有为这样一个关注全球秩序的思想家来说，这样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但即

便对于研究那些国际视野并不开阔的思想家来说，这样的方法也不是多余的，有助于研究者更清

晰地把握其研究对象之思想的结构与盲点所在。  

 

  

【论  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与反思1 
 

赵永春  王观2 

 

[提要] 文章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文章认为，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并未机械地生搬硬套斯大林民族理论，并不赞成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

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的理论，而是结合我

国历史和民族问题实际，构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开启了斯大林民族理论“中

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最

大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意区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从而混淆了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

族的区别，这些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 民族；狭义民族；广义民族；中华民族；民族理论；“中国化”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2 期，第 41-48 页。 
2 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观，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长春师范

大学助教。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3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进行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被誉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

之一。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主要关注点在于汉民族形成问题，很少有人从民

族理论构建视角进行探讨。其实，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大讨论，表面上看是要解决汉民族形成问

题，实际上调整了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都具备时才算

是一个民族”的理论，构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 

 

1903 年，梁启超把欧洲政治理论家伯伦知理提出的民族具有八种特征的民族概念介绍给国

人以后，引起了国人对民族问题的关注。1913 年，斯大林提出了“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

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

体”[1](P.294)的民族定义，同时提出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只有

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以及“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

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
[1](P.295-301)等观点，即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只有部族，没有民

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接受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对斯大林所强调的民族四个特

征全部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以及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等相关论述存有疑问，开始

了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历程。 

1950 年，《新建设》杂志刊登了张志仁和刘桂五有关民族“问题与解答”的文章，刘桂五在

回答张志仁所提出的汉民族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是否可以称为民族的问题时说，斯大林所说

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以前的“各民族虽然没有完全

具备民族的特征，但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不过它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而是正在朝向这个

方向发展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萌芽，汉族才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
[2]。实际上，刘桂五在这里已经表达了与斯大林不甚一致的民族形成的思想。华岗在 1951 年重

新修订出版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绪论》之中国古代历史部分使用了“民族”一词，也表达

了与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不相一致的民族形成的思想。他又在《答陈郊先生》

一文中强调斯大林“只说资产阶级民族是‘兴盛的资本主义时代底产物’，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

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由于国防的利益，即抵御外族侵略的必要，

便已出现过中央集权，有了国内市场，有了经济、领土、语言、文化的共同性，因而也就出现了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虽然有人对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论述

表示怀疑，但并没有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是在斯大林的相关论述中寻求适合自己观点的答

案，再加上大多数人维护斯大林的相关论述，致使“理论界一致认为，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形成

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都

是这样讲的”[4]。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一些学者试图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并没

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1953 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发表了《论中国的民族形成》一文1，认为在“资本主义上

升时代”以前不可能有民族，中国民族“是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形成的”，即认为中国汉民

                                                        
1 [苏联]格·叶菲莫夫《论中国的民族形成》，《历史问题》1953 年第 10 期，中译文刊载于我国《民族问题译丛》

195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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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形成过程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过程同步，是作为受压迫的民族而形

成的。1954 年，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一文，不赞成格·叶菲

莫夫有关中国民族形成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

认识，正式拉开了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序幕。 

范文澜虽然不同意斯大林和叶菲莫夫等人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但

他并不反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他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衡量

中国汉民族的形成，并认为在中国秦汉时期，民族四个特征初步具备了。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汉

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

态”，“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5]，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 

范文澜的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掀起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高

潮。1954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行学术讨论会，就范文澜所提出的汉民族形

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进行讨论。多数人不同意范文澜的观点。有人认为范文澜把资本主义时代的

民族特征拿到封建时代去用，很难吻合；有人认为秦汉时代方言仍占优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语

言，不过是只有统一的书面语而已；有人认为秦汉时代统一的民族市场并没有形成，不具备民族

共同经济生活的特征等等[6]。 

虽然大多数人不赞成范文澜的观点，但在具体论述汉民族形成问题时，他们的认识仍然发生

了一些变化。如杨则俊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他

认为“十六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

民族市场的出现是汉族由部族转变为民族过程的起点”[7]，即认为汉民族是从十六世纪中国资本

主义萌芽开始逐步形成的。张正明也认为汉民族是在明代后期形成的[8]。杨则俊、张正明虽然维

护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但在具体表述上与斯大林的认识也有所不同。章冠英则发表文章，公开支

持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

国”的领主经济具有不同特点，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是共同经济生活的反映，他

认为“在中国，可以把地主经济、中央集权和民族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认为中国的汉民

族在秦汉时期形成。他还认为秦汉以后形成的民族是“独特民族”，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民族是

“资产阶级民族”，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形成的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9]。 

由范文澜开创的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讨论，虽然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大多数人仍然

维护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

进程并没有完成。 

 

二、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 

 

范文澜提出中国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虽然获得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但还是遭到

众多学者的反对。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就在一些人想为这一时期颇具声势的有关汉民族形

成问题的大讨论以及范文澜的错误划上句号之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958 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主持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时，需要解决中国各个

少数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如果按照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这

些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几乎都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都不能称之为

“民族”，“只能称之为‘部族’”。当时“在我国少数民族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

部和知识分子中”，对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本民族为“部族”特别反感，“有人认为，

                                                        
1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该文后经作者修改，标题改为

《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收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之七，北京：人民出

版社，195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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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是‘民族’，而名之为‘部族’，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绝对不能接受”
[10]。致使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讨论，隐现出了演化为政治问题的趋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牙含章以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进行了多年探讨，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主要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等外文著作中“民族”一词翻译的不科学和不严密造成的，遂于 1962 年春召开了“民族”一词

译名统一问题的座谈会。牙含章在会议上指出，汉语表示“民族”这一特定含义的词只有一个，

而在英语、德语和俄语中则有较多同类语。如俄语中的“нация、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都可以

作为“民族”一词使用，“在列宁和斯大林前期的俄文原著中，讲到民族时，对这几个词常常通

用，但略带一点倾向性，即讲到现代民族时，多用‘нация’，讲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时，多用

‘народность’”[10]。而我们在 50 年代以前，多将“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译成“部族”，而将“нация”

一词译成“民族”。牙含章建议取消“部族”的译名，将“народность、нация”二词都译成“民

族”，或将“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译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 “нация”一词译成资本主义时期

的民族或现代民族。这样就可以解决少数民族不愿意称本民族为“部族”的问题了。 

会后，牙含章（笔名章鲁）发表了《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关于民族的起源和

形成问题》1两篇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形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形成于古代，恩

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就说过‘部落发展成了民族（nation）和国

家’”，明确提出了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观点”，“部落是原始社会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

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10]。同时，他又认为，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时

期的观点和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并不矛盾，恩格斯讲的是一般民

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而斯大林讲的是“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问题，两种看

法都是正确的。涉及到汉民族形成问题，牙含章则认为“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经形成

的一个古老民族”2。可见，牙含章所论与其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部落时代的观点并不一致，

他认为民族的形成和汉民族的形成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不一定同时形成。牙含章的文章发表以后，

引发了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第二次高潮，中国民族理论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次民族

形成问题讨论高潮与 50 年代主要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不同，主要是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形

成问题兼及汉民族形成问题。 

施正一、浩帆等人赞成牙含章有关由部落发展成为最初的民族的观点，认为“氏族和部落是

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民族则是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氏族部落和民族在

本质上的不同”[11]，他们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并非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和确定以后才出

现3。方德昭、文传洋虽然同意牙含章有关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但不同意民族形成于原始社

会时期的观点，认为民族形成于阶级社会初期，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4。岑家梧、蔡仲

淑也赞成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但不同意牙含章等人有关原始社会已经形成民族的观点，与方

德昭等人有关民族形成于阶级社会初期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民族形成于阶级和国家出现

以后。汉民族虽然出现在秦汉时期，但它的“早期阶段华夏族则形成于西周到春秋时期”，春秋

时代的华夏族和羌狄“言语不达”，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也有很大的不同，“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的华夷之辨体现了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差异，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的华夏族具有共同的语言和表现

                                                        
1 章鲁《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人民日报》1962 年 6 月 14 日；《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

《人民日报》1962 年 9 月 14 日。 
2 参见章鲁系列文章：《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 年 9 月 14 日；《致方德昭同志》，《学术

研究》1963 年第 3 期；《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4 年第 3 期。 
3 施正一《论原始民族——并与方德昭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64 年第 1 期；浩帆《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

一些意见——并与杨堃先生商榷》，《学术研究》1964 年第 3 期。 
4 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3 年第 7 期；《复牙含章同志》，《学术研究》

1963 年第 1 期；文传洋《不能否定古代民族》，《学术研究》196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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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12]。岑家梧和蔡仲淑虽然将华夏族作为汉族的早期阶段来论述，但

他们认为中国的华夏族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并将华夏族的形成和汉民族的形成分开讨论，无疑

是在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主要是由牙含章的两篇文章所引发，并由 50

年代主要探讨汉民族形成问题转向重点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形成问题，兼及汉民族形成问

题。牙含章的初衷是想通过民族译名解决民族形成问题，虽然多数人认为民族译名并不能解决民

族形成问题，但牙含章等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相关论

述，这就为他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并赢得了多数人的赞赏。这一时

期，虽然也有人坚持维护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但在学界已不占

主流，“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认识得到广泛传播。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所构

建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理论，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并逐渐成为 20 世纪中后期中国民族理论

构建的普遍共识1。 

 

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成绩与不足 

 

（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成绩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虽

然采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处理民族事务，但并非全盘照搬、盲目顺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是从

一开始就有人对斯大林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后经范文澜、牙

含章两人发表文章引领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调整了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

的民族理论，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形成于古代”的民族理论，对中外民族理论界产生了重大

影响2。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进行民族理论构建时，也没有盲目地、教条地全部照搬斯大

林的民族定义，而是结合我国的民族问题实际，灵活运用。比如，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进行

的民族识别工作，虽然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指导，但并没有遵照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个

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1](P.295)

的认识去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根据我国历史实际，抓住各个民族中最主要的或一个、或二个、

或三个、或四个与其他民族不完全相同的特征及风俗习惯，顺利地完成了民族识别工作3，这也

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进行的调整和改造。同样，我们对中国古代民族的认识也是这样，既没有强

调民族的四个特征缺一不可，也没有强调民族的四个特征都要达到斯大林所说的水平和高度，而

是根据民族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性质，对各个不同时期民族的四个特征的发展水平和程

度作出不同程度的评估；没有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民族的四个特征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同等看待，

                                                        
1 20 世纪后期尤其是 80 年代，学者们持续不断地进行民族理论构建，虽然有人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怀疑，但

在“民族形成于古代”的问题上则获得了普遍认同。如果说有分歧的话，只是在民族形成上限的问题上存在不

同认识，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蒙昧时代中级和高级阶段的氏族部落时期；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野蛮时

代中级到高级阶段，早于国家的产生；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至阶级社会确立时期，

与国家大体上同时产生；也有人主张民族形成于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有关华夏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则有形成

于五帝时期、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秦汉之际、西汉、东汉和南北朝等各种不同说法，但学者

们一致认为华夏族和汉族形成于古代。 
2 那时，我国学者在有关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普遍使用“民族”一词。一些外

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也曾使用过“民族”一词，说明中国的民族理论建构对中国学者和一些外国学

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3 有人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是错误的，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对当时

客观上存在的一些具有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不同特征人群的理性承认，并非是人为地主观构建了“民族”。在这

些民族的不同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还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时，过早地宣布民族消亡，也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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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别。比如，对华夏民族形成的地域条件就不一定要求达到“长城以内”的

广大范围，而对汉民族的形成则要求达到“长城以内”的地域条件等等。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以后，我国所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和对古代民族的认识，就是在灵活运用斯大林民族理论

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灵活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典范。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不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虽然取得了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

理论的新认识、构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建设的重大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不

足，留下了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首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虽然对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很热烈，但对民族可以区分

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认识不足。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中，有学者提出过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

概念及其划分问题。如杨堃就曾指出，“民族一词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包

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型类”，“狭义的民族，却仅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

类型而言。”[13]应该说，杨堃将民族区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认识，但他将

“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类型”说成是广义民族，而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

种类型”说成是狭义民族，不知在狭义的“社会主义民族”中是否包括“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

内部的 56 个民族？如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部的 56 个民族仍在同一个层次的狭义民族

之中，这种划分方法对我们认识不同类型的民族仍然无所补益。后来仍然有人按照这种方法划分

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如吴仕民等人就认为“广义的民族概念，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或作为多民族国家

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或作为一个地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如美洲民族、非洲民族、

阿拉伯民族等）。狭义的民族概念，则专指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14](P.3)按照这种划分，

不知在狭义的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中是否包涵有广义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美洲民族

等，如果包涵的话，恐怕还是混淆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别。何叔涛则将民族划分为“单一

民族”和“复合民族”，这是十分可取的划分方法，但他又赞成杨堃将古代民族说成是广义民族，

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说成是狭义民族的观点1，不知古代的单一民族如汉族以及金朝

境内所包括的汉族、女真族、契丹族、渤海族等多民族的金朝民族的复合民族是否都可以称为广

义民族，而近现代的单一民族如汉族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合民族是否都可以称之为狭义民族。如是，

其有关“单一民族”和“复合民族”的划分则失去了意义。 

翁独健等人也提到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问题，他们认为“可以把民族区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

广义的民族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地具有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不管它处于原始社会、阶级社会，

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狭义的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形成的，国家的

产生则是它形成的标志”[15](P.5)。翁独健等人认为广义的民族是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地具有民族特

征的人们共同体，这种观点是可取的，但他们将狭义的民族限制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

级社会过渡期，恐怕就有些问题了。因为按照这种认识，不仅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以后不

会再有新的狭义民族的形成，就连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广义民族如“原始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

族、文明民族”也都成了狭义民族，所以这样的划分也容易混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别。 

近年来，叶江曾指出“中华民族人们共同体是一个由多民族（ethnic groups）共同构成的民

族（nation），而汉民族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人们共同体”，他认为

“当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忽视了称之为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仅仅只是构成中华民族这一

                                                        
1 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1988 年第 5 期；《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

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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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人们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是全部，而只有中华民族才是与建立统一国家——中国直接相关

的‘民族’（нация/nation）”[16]。叶江提出第一层次的民族（nation）与第二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s）的概念，并认为中华民族与汉民族是两个层次上的民族，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认识。

但他并没有使用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又忽视了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他认为“只有中华

民族才是与建立统一国家——中国直接相关的‘民族’”，不知将建立统一国家的夏朝的华夏族和

建立统一国家汉朝的汉族是视为汉族还是视为中华民族？如果将建立统一国家汉朝的汉族视为

中华民族，那么华夏族或汉族与中华民族不是又回到同一个层次上来了吗？ 

据此，我们认为应该将民族区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应该指具备斯大

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华夏族、汉族、匈奴族、鲜卑族、蒙古族、

满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

的人们共同体[15](P.5)。也就是说，广义民族应该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

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原始民族、奴隶社会民族、封建社会民族、前资本主义民族、

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民族和

野蛮民族，是指蒙昧时期的人类和野蛮时期的人类）、文明民族等等；包括某一语系的民族，如

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印欧语系民族、斯拉夫语系民族、拉丁语系民族；包括某一种

经济类型的民族，如采集民族、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工业民族、商业民族等等；包

括某一区域的民族，如山区民族、滨海民族、航海民族、东北民族、西北民族、南方民族、亚洲

民族、美洲民族、大洋洲民族；包括某一政治地位的民族，如统治民族、被统治民族、压迫民族、

被压迫民族等等；也包括某一个国家政权内部的多个狭义民族，如唐朝民族、宋朝民族、元朝民

族、清朝民族、中华民族、印度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这些国家政权的民族并非都由一个狭义

民族构成，而是由多个狭义民族构成，台湾学者王明珂将这些国家政权的民族称之为“国族”1，

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觉得，“国族”只能称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国家政权的民族，只是

广义民族中的一种类型，无法概括其他各种广义民族，因此，还是用“广义民族”的概念进行概

括为好。 

按照这种认识，中华民族应该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而中华民族内部的 56 个民族则属

于狭义的民族。虽然都称作民族，但民族的层次涵义是清楚的：“民族”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全

部民族的概念，而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则是具体地指称某一些民族的概念。这样，既不会混淆汉

族和中华民族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民族，也不会造成民族概念的上下位混乱与矛盾了。 

其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由于未能对民族作出广义民族和狭

义民族的区分，因此混淆了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 

毋庸置疑，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们之间的

差异性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

中，有一些学者在探讨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常常依据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或汉族是华夏族的改称、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前身或中华民族是在汉族发展基础之上形成的相关认识，将华夏民族的形成、

汉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视为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就是汉民族的形

成，汉民族的形成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形成，甚至有人将华夏民族的形成、汉民族的形成说成是中

华民族的形成，“将两个外延和内涵不同的‘民族’概念相互混淆的同时，把外延较小的汉民族

                                                        
1 参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 本 3 分册，2002 年；《英

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

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16-17 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笔者以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中国古代的国家主

要指各个王朝的国家（也称“王权国家”），或称“帝制国家”等等。既然中国古代存在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王

朝国家，就应该有各个王朝的“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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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当作外延较大的中华民族概念来进行讨论”[16]，从而混淆了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形成的

区别。其实，无论是狭义的各个民族还是广义的各个民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都有自己的

形成条件、途径和特点，也就是说，各个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的形成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依据

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定义，有所区别地去认识各个不同的狭义民族和各个不同的广义民族的形

成。 

华夏民族和汉民族都属于狭义民族。诚然，华夏民族是汉民族的前身，汉民族是华夏族的改

称，但二者并非一回事。这就如同肃慎族、挹娄族、勿吉族、靺鞨族、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满

族是肃慎族、挹娄族、勿吉族、靺鞨族、女真族的改称，我们说肃慎族的形成就是满族的形成、

满族的形成就是肃慎族的形成一样，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华夏族与汉族形成的条件和途径多有

不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二者有着“实质性内涵”[17]的不同。确实，华夏族是在以中

原炎、黄集团为主体，融合了东方一部分夷人集团和南方一部分苗蛮集团的基础上于夏代形成的，

而汉民族则是在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经过春秋战国融合大量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的基础上

于汉代形成的，二者所融合的部落和民族是不相同的，所占有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也不

同，也就是说，二者的实质性内涵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在讨论民族形成问题时，应该将华夏

民族的形成和汉民族的形成分开进行讨论。 

中华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与狭义民族的华夏族、汉族属于不同类型的民族，其

民族的形成不会与狭义的华夏族、汉族完全相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有一些学者从斯大林民族四特征的角度去

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但常常将中华民族与华夏民族和汉民族混为一谈，认为华夏民族和汉民族

的形成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从“政治共同体”（实际是广义的“国族”概

念）的民族概念角度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承认华夏民族和汉民族是民族，或认为中华民族

形成于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或认为“中华民族”“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最终实现

的”[18]，或认为“中华民族在国歌声中诞生”[19]，即认为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形成等等，不一而足。 

实际上，“中华民族”应该形成于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因为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的 1902 年，

梁启超就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1。据冯天瑜研究，

梁启超最初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从语境分析约指华夏－汉族”[20]，即混淆了华夏族、汉

族与中华民族的区别。但梁启超随即又在 1903 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

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

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21](P.75)。即认为

汉族是小民族，国内各民族是大民族，所说“大民族”无疑是指“中华民族”，可见此时他已经

将“汉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了区分。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与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民族”

概念基本一致，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梁启超于 1902-1903

年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就是对那时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我

们是不是应该将“中华民族”的形成确定在 1902-1903 年呢？恐怕也不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华

民族的实体已经客观存在，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而已。换句话说，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国

族”的实体，必定形成于梁启超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之前。 

中华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中的“国族”，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这与狭义`的华夏族和汉族有所

                                                        
1 梁启超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之前就曾使用过“中国民族”的

概念。他所使用的“中国民族”的概念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大体上是相同的。参见金冲及《中华民族是怎样

形成的》，《江海学刊》2008 年第 1 期；大江《谁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兰台内外》2014 年第 2 期；

周平《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学术界》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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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1。“国族”，顾名思义，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族”。

我们对广义民族中“国族”形成的认识，不应该与狭义民族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作为广义民族

的“国族”的形成，不要求民族的四大特征完全具备，只要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就可以了。 

按照这一理论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认为，清朝乾隆时期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清人

“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22](P.1891)

的“共同地域”的民族特征已经形成；境内各狭义民族可以使用不同语言，清朝统治者也曾大力

提倡和推行满语，但并未改变汉语成为全国人民通用语言的情形，“共同语言”的一些民族特征

也有所显现；乾隆时期是我国疆域最后确立时期，在这一疆域内生活的人们，已经打开原来各个

民族之间互相防范的壁垒，长城不再是民族交往的障碍，各个民族在这一“共同地域”之内的经

济文化交往不再受到限制，经济交流日益频繁，经济生活互相影响，趋同性逐步增强，“共同的

经济生活”这一民族特征也在逐渐形成；清朝统治者反对“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到了

乾隆时期，经过清人正统形象的塑造，清人自称“中国”的意识不断增强，各民族的“中国”认

同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喀尔喀蒙古不投附俄罗斯而归附清朝、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

巴锡的率领下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就是这种认同的突出表现。随着各民族认同意识增强，各族人

民认为自己是“清人”或者认为自己是清朝管辖下一员的观念深入人心，表明“表现于共同文化

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特征也已初见端倪。这说明清朝统一全国以后，统一的“清朝国家民

族”的“国族”便已正式形成。据历史记载，清朝的国号虽然称“大清”，但他们又自称“中国”
2，因此，“清朝国家的民族”也就成了“中国民族”，这个“中国民族”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中

华民族”。这表明清朝统一全国以后，“中华民族”实体已经正式形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进行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最突出的成就是

调整了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的民族理论，构建了“民

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这说明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袭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

但并未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神圣化，也未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全部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对其思

想和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并在其基础之上构建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这是十分可取的。只

是这一时期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未能将民族划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从而混淆了华夏

族、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这些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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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长期遭受各帝国主义惨痛侵略的中国民众对宣称奉行马克思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报以极大的期望。公开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宣

布放弃俄国占领的中国土地、放弃庚子赔款、交还中东铁路的《加拉罕宣言》，在中国各界

精英和广大民众中激发了对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政府的极大好感。 

但是，苏联新政府在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却仍然是俄国的“国家利

益”，所谓《加拉罕宣言》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的宣传。下面这篇短文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当

年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和斯大林）在外交活动中的“斗争策略”和实用主义。

联想到 1929“中东路事件”中，苏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武装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

时的利己主义；再联想到在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这三位反法西

斯战争的“国际领袖”是如何肆无忌惮地公然商议如何瓜分东欧和东亚各国领土，彼此讨价

还价，全然无视中国、波兰、芬兰、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朝鲜半岛民众的基本权利。

这些生动事例，足以让一切天真的人们猛醒。“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     （马戎） 

 


